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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

法］ 以京津冀城市群 153 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

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 ( 1)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

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

小; ( 2) Moran's I 指数由 0. 013 9 上升至 0. 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

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 ( 3) 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

周梯度扩散; ( 4) 人均 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

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 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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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长期以来以 “土地换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

日益突出，在此状态下如何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管理水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土地经济

密度作为衡量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城市地域空间扩展与其空间经

济产出过程协调状况，可以对一个地区的资源供给和产业调整作出快速高效的判断［1，2］。目前，相关学者

对土地经济密度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时空特征和规律［3-5］、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6-8］、与产业结构

和城市经济关联协调［9-11］、研究方法综述［12］等方面，研究尺度多集中于全国、城市群多个城市、省域或

某个城市，鲜见城市群县区尺度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之一，相比珠三角和长

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比例严重失衡。以京津冀城市群 153 个县区为研究对

象，从县区视角对 2006—2016 年土地经济密度区域差异、时空演变格局和驱动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为京

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地处 113°04'E ～ 119°53'E，36°01'N ～ 42°37'N，东濒渤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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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山西，北邻内蒙古，南与山东和河南毗邻，总面积约为 21. 8 万 km2。辖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

坊、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邢台以及衡水等 13 市 153 个县 ( 市、区) ( 以下简

称县区) 。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 461 26 万亿元，占全国的 10%，总人口超过 1 亿人。随着全球化

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

扩大、土地利用效益低下等问题成为制约该地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1. 2 数据来源

以 2006—2016 年为研究时间段，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区域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人均 GDP、二、三

产业总值比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人均土地面积、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据来源于相

应年份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以及 《北京县市统计数据库》《天津县市

统计数据库》和《河北县市统计数据库》等。考虑到此期间京津冀城市群行政区划的变化，为突出县区

研究主体地位，结合区划变动规则统一以 2016 年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数据收集整理。

2 研究方法

2. 1 土地经济密度

作为衡量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评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土地经济密度可通过一定区域内地

区生产总值与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进行表达［13，14］。结合相关学者对经济指标的认可度以及县区研究单位

的特殊性，确定土地经济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L = G /S ( 1)

式 ( 1) 中，L 为土地经济密度 ( 万元 /km2 ) ; G 为地区生产总值 ( 万元) ; S 为区域土地面积 ( km2 ) 。
2. 2 相对发展速度

土地经济密度发展速度是区域发展能力的重要反映，为了分析不同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在一定时期内相

对于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发展速度，引入相对发展率公式［15，16］，公式为:

Nich =
Y2i － Y1i

Y2 － Y1
( 2)

式 ( 2) 中，Y1 i 和 Y2 i 表示 i 区域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土地经济密度，Y1 和 Y2 分别表示京津冀

城市群整体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土地经济密度。
2. 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检验空间位置上的某些要素观测值是否与其相邻空间点

上的观测值存在显著关联，从而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空间相互作用机制［17，18］，可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

相关。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是描述研究对象在区域整体上的空间集聚程度，能够分析研究对象间相对位置

的空间依赖性及其显著性［19］。为了更好地揭示研究区全局的空间演变格局特征，选用 Moran's I 指数和全

局 G 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公式为:

I =
n∑

n

i = 1
∑
n

j = 1
wij xi －( )x xj －( )x

∑
n

i = 1
∑
n

j = 1
wij∑

n

i = 1
xi －( )x 2

( 3)

式 ( 3) 中，I 为全局 Moran's I 指数; n 为分析空间的单元数; xi 和 xj 分别为 i 和 j 所在位置的观测值;

x 为所有空间单元所要研究属性值的平均值; wij为空间单元 i，j 的空间权重矩阵，wij = 1 代表 i 与 j 相邻，

wij = 0 代表 i 与 j 不相邻，i≠j，wij = 0。
Moran's I 取值范围为 ［－ 1，1］，Moran's I ＞ 0 表示正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 = 0 表示不存在空间自

相关，Moran's I ＜ 0 表示负的空间自相关，其绝对值越接近于 1 表示空间分布自相关性越大，即存在空间

集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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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是一种探索局部空间聚类分布特征的方法，代表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高 ( 低) 值群集区

域［20，21］，可用来确定高、低值区域的空间聚集状态，即用来衡量空间上是否存在冷、热分布现象。具体

公式为:

G =
∑
n

i = 1
∑
n

j = 1
wi，j xixj

∑
n

i = 1
∑
n

j = 1
xixj

i≠( )j ( 4)

式 ( 4) 中，xi，xj 代表要素 i 和 j 的值; wi ，j 代表要素 i 和 j 的空间权重矩阵; n 为要素的个数。G 值

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正值，值越高热点聚类分布越集中; 反之 G 值若为负值，则值越低冷点聚类分布越

集中。
2. 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识别地理事物空间分异性及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22］，检验因子与因变量在空间

上是否存在相似性，由因子探测器、交互作用探测器、生态探测器、风险探测器 4 部分组成。因子探测器

用来探测因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交互探测器用来识别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

用［23］。其中因子探测器的大小用 q 值来衡量，具体表达式为:

q = 1 －
∑
n

h = 1
Nhσ

2
h

Nσ2 ( 5)

式 ( 5) 中，q 为因子解释力; h ( h = 1，…n) 为变量 Y 或者 X 的分层; N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

单元数; σ2
h 和 σ2 分别是层 h 和全区 Y 值的方差。q 的取值在 ［0，1］ 之间，数值越大，则说明影响因子

对土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性的解释力越强。
交互探测器大小常用以下的表达式进行判断，若 p ( x∩y) ＜ min ( P ( x) ，P ( y) ) ，代表因子 x 和

y 交互后非线性减弱; 若 min ( P ( x) ，P ( y) ) ＜ p ( x∩y) ＜ max ( P ( x) ，P ( y) ) 代表 x 和 y 交互后

单线性减弱; 若 p ( x∩y) ＞ max ( P ( x) ，P ( y) ) ，代表 x 和 y 交互后双线性加强; 若 p ( x∩y) ＞ P
( x) + P ( y) ，代表 x 和 y 交互后非线性加强; 若 p ( x∩y) = P ( x) + P ( y) 代表因子 x 和 y 相互

独立［24］。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

3. 1. 1 县区土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

基于京津冀县区土地经济密度标准化值，将计算结果分为高值区、次高值区、中值区、次低值区和低

值区 5 类，见图 1。根据土地经济密度空间分布结果可知，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县区土地经济密

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表明土地利用效率伴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具体来看，2006 年各

县区平均土地经济密度为 1 385 万元 /km2，高于城市群平均水平的有 32 个，占总体的 21%，其中北京市

区的土地经济密度最高，为 3. 986 4 亿元 /km2 ; 承德围场最低，仅 30 万元 /km2。2016 年各县区平均土地

经济密度为 4 558 万元 /km2，高于城市群平均水平的有 25 个，占总体的 16%，其中北京市区的土地经济

密度仍然处于最高水平，为 12. 994 4 亿元 /km2 ; 承德丰宁最低，仅 116 万元 /km2。
由图 2 可知，2006—2016 年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大致呈现“东高西低，南

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随时间变化空间分布趋于集中。高值区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北京市区

和天津市区，次高值区、中值区和次低值区主要是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区，分布在城市群东南部，即秦

皇岛、唐山、北京、天津、石家庄、邢台等地的部分县区; 低值区相比而言分布广、范围大，在整个城市

群均有分布。总体来看，高低值区域分布与京津冀城市群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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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06—2016 年处于不同等级区的县区数量进行排序，均表现为: 低值区 ＞ 次低值区 ＞ 中值区 ＞ 次

高值区 ＞ 高值区，其中处于低值区数量最多，约占总量的 70% 左右。不同等级区同时呈现出一定空间集

聚态势，具体而言，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北京市区和天津市区; 低值区集中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西北部; 次

高值区分布在东南部的滨海新区、沧州市区和北辰区; 次低值区以北京、天津、石家庄、邢台、邯郸、唐

山、秦皇岛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 中值区则主要分布在北京顺义区、天津西青区

和津南区、石家庄市区以及邢台市区。

图 1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土地经济密度分布

图 2 2006—2016 年京津冀 13 地市土地经济密度变化

3. 1. 2 地市土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

为更加直观反映土地经济密度的全局变化，将各县区纳入相应地市进行时空差异特征综合分析。根据

京津冀城市群 13 个地市计算结果可知，土地经济密度区域差距较大，但随时间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如图

2 所示。其中北京、天津处于首位，平均土地经济密度超过 9 000 万元 /km2 ; 河北 11 个城市整体偏低，平

均土地经济密度仅约 1 600 万元 /km2，其中石家庄、唐山、廊坊和邯郸的土地经济密度相对较高，超过

2 000万元 /km2 ; 秦皇岛、保定、沧州、衡水和邢台次之，约为 1 000 万元 /km2 ; 承德和张家口最低，不足

500 万元 /km2，未来可提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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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 2) 计算得到京津冀城市群 13 个地市土地经济密度的相对发展率，见图 3。2006—2016 年各

市相对发展率变化幅度较大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其中北京、天津分别为 3. 18、4. 61，明显高于其他 11
个城市，是相对缓慢的承德和张家口两市的 57 倍。在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和廊坊的发展速度较高，

分别为 0. 84、0. 97、0. 99，秦皇岛、保定、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次之，承德和张家口最低。通过与

图 2 中各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数值对比发现，土地经济密度值较高的城市，其土地经济密度变动幅度越

大，相对发展速度也较快，两者呈现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及其相对发展速度在县区和地市层面均存在明显

区域差异性，大致呈现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的特征。其中，北京和天津全市及其所辖县区的土地

经济密度值较高且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其次为唐山、石家庄、廊坊等地，承德、张家口土地经济密度值较

低且相对发展速度较慢。

图 3 2006—2016 年京津冀 13 地市土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速度

3. 2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空间演变特征

3. 2. 1 空间演变格局的全局特征

根据式 ( 3) 并结合 ArcGIS10. 2 软件，得到土地经济密度的 Moran's I 值和全局 G 指数值。据表 1 可

知，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随时间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 Moran's I 指数分别为 0. 013 9、0. 022 3、0. 034 0、0. 049 5、0. 064 0 和 0. 065 3，表明各县区之

间土地经济密度在空间上持续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现象，即高、低值显著区集中分布。2006—
2016 年 Moran's I 值初期出现大幅度上升，表明各县区之间的土地经济密度差异不断缩小; 在后期 Moran's
I 值增长速度放缓，表明这一阶段各县区之间的土地经济密度空间分布相关性变弱，但空间集聚效应依然

存在。
根据全局 G 指数的计算结果可知，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土地经济密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

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即存在热点区域。全局 G 指数随时间呈不断上升趋势，即各县区土地经济密

度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现象呈现持续增强趋势。

表 1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全局 Moran's I 估计值

指数值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Moran's I 指数 0. 013 9 0. 022 3 0. 040 0 0. 049 5 0. 064 0 0. 065 3

P 值 0. 295 9 0. 154 1 0. 026 2 0. 008 7 0. 000 9 0. 000 5

Z 值 1. 045 2 1. 425 2 2. 222 9 2. 622 9 3. 331 3 3. 487 8

全局 G 指数 0. 132 0 0. 134 3 0. 143 8 0. 148 4 0. 159 4 0. 16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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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空间格局演化的局部特征

为更加全面地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关联程度，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基础上，利用

式 ( 4) 对研究区内的冷热点状况进行了分析。根据数据的显著性和 Getis-Ord G*
i 指数结果，结合自然间

断点分级法，将土地经济密度的热点区域划分为 7 类，即热点高显著区、热点中显著区、热点低显著区、
冷点高显著区、冷点中显著区、冷点低显著区和随机分布区，见图 4。

图 4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空间格局热点演化

( 1) 热点显著区。2006—2016 年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比重由 29% 逐渐下降到 26%，其中 2006 约

有 45 个，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区、天津市区以及邢台、邯郸和唐山周边县区; 2016 年下降到 40 个，集中分

布在京津核心地带，表明随时间推移，集聚作用力有所增强。热点高显著区，其数量由 11 个增加到 22
个，空间分布趋于集中，2006 年集中分布在北京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顺义、通州和河北廊坊市

区、三河、大厂、香河和永清; 到 2016 年集中在京津区域，形成以北京市区和天津市区为代表的热点高

显著区; 热点中显著区，其数量由 19 个下降到 8 个，空间分布范围持续缩小，2006 年集聚分布在北京市

区、天津市区、唐山玉田以及廊坊固安、霸州等地，到 2016 年集中在北京市西南部，并在唐山玉田、沧

州青县零散分布; 热点低显著区，其数量由 15 个下降到 10 个，空间分布进一步集中，2006 年分布在邢

台、邯郸、沧州、唐山、廊坊的部分县区，到 2016 年集中分布在沧州、唐山两地。
( 2) 冷点显著区。2006—2016 年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比重由 52%逐渐上升到 61%。具体而言，数

量由 79 个逐渐上升到 93 个，变动较大，且集中分布在承德、张家口、保定、衡水、石家庄、邢台和邯郸

等地。其中冷点高显著区的数量和分布格局变化较大，其数量由 15 个逐渐上升到 25 个，空间分布范围扩

大，2006 年主要分布在保定蔚县、涞源、易县以及邢台东部和衡水大部分县区，2016 年主要分布在保定、
衡水、邢台的周边县区，并零散分布于张家口蔚县、沧州任丘、肃宁及邯郸北部县区，形成以衡水和保定

为代表的冷点高显著区集聚区; 冷点中显著区，其数量由 32 个逐渐下降到 29 个，数量及空间分布均较为

稳定，主要分布在张家口、保定、承德、石家庄、邯郸等地; 冷点低显著区，其数量由 32 个上升到 39
个，数量变动较大，但空间分布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承德、张家口、石家庄、邢台等地及唐山、秦皇

岛、邯郸周边的部分县区。
( 3) 随机分布区。2006—2016 年总量由 29 个减少为 20 个，呈急剧下降趋势; 从空间上看，分布区域

范围逐渐扩散，集中分布趋势减弱，2006 年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唐山两地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南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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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分布在唐山、秦皇岛两地以及邢台、邯郸和沧州的部分县区。
总体来看，热点显著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两地经济发展的 “核心地带”，冷点显著区主要集中在

衡水、张家口等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带”，受区域辐射带动影响，经济发展优势区周边的土地经济密度相

对较高，而经济发展劣势区周边相对较低。冷热点分布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随机分布区总量和分

布格局波动较大，未来要着力发挥优势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经济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相关产业，提

高土地利用水平，以增强单位土地经济密度，促进区域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协调发展。

4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与当前实际发展状况最为相近的 2016 年为研究时点，运用地理探测器软件中的因子探测器和交

互探测器来分析各驱动因素对土地经济密度的影响力及其交互影响程度。参照冯科［3］、罗文斌［6］、高

佳［8］、方斌［14］、夏浩等学者［25-30］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完整性和典型性等特征，选取

二、三产业总值比率 ( X1 ) 、固定资产投资额 ( X2 )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 X3 ) 、人口密度 ( X4 ) 、人均

土地面积 ( X5 ) 、人均 GDP ( X6 ) 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 X7 ) 等 7 个指标作为驱动因素。其中，投资强

度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征［7，8，28］，涉及到的人口指标数据统一采用户籍人口来表征［31-33］。

表 2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因子探测分析

X1 X2 X3 X4 X5 X6 X7

q 值 0. 102 7 0. 594 6 0. 524 4 0. 454 6 0. 183 8 0. 621 8 0. 239 4

表 3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交互作用探测分析

X1 X2 X3 X4 X5 X6 X7

X1 0. 102 7

X2 0. 727 7 0. 594 5

X3 0. 623 5 0. 650 8 0. 524 3

X4 0. 565 2 0. 619 1 0. 585 0 0. 454 6

X5 0. 398 7 0. 681 2 0. 608 6 0. 536 5 0. 183 8

X6 0. 690 6 0. 652 9 0. 643 0 0. 648 0 0. 685 9 0. 621 8

X7 0. 365 5 0. 695 7 0. 609 6 0. 702 3 0. 556 9 0. 703 9 0. 239 3

由表 2 因子探测结果可知，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主导驱动因素及因子解释力差距较大，各驱

动因素的 q 值都处于显著范围内，但解释力大小具有明显差距。具体解释力大小 ( q 值) 的排序为: 人均
GDP ( X6 ) ＞ 固定资产投资额 ( X2 ) ＞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 X3 ) ＞ 人口密度 ( X4 ) ＞ 普通中学在校学

生 ( X7 ) ＞ 人均土地面积 ( X5 ) ＞ 二、三产业总值比率 ( X1 ) 。其中，人均 GDP 解释力最大，明显区别

于其他因素，q 值显著性高达 0. 621 8，表明该因素对土地经济密度合理化发展的解释力具有主导作用，

因此属于主导驱动因素; 其次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其解释力 q 值均高达 0. 5 以上，

分别为 0. 594 6、0. 524 4，这两个因素为典型的经济性因素，对土地经济密度具有重要影响，属于高水平

驱动因素; 而人口密度、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均土地面积、二、三产业总值比率的解释力 q 值均小于

0. 5，分别为 0. 454 6、0. 239 4、0. 183 8、0. 102 7，这些因素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受土地经

济密度定义及计算方法的影响，解释力较小，属于低水平驱动因素，其中人均土地面积 q 值较小的原因

为: 对某一县区来说，在 GDP 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土地面积值越小，土地经济密度越大。因此，因子探

测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结果较为合理。
由表 3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可知，各驱动因素与土地经济密度均存在交互作用，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的

作用力显著高于单项因子的作用力，具有双因子增强或者非线性增强的特征，表明经济、自然资源、社会

等各方面的交互影响力优于单项因素的解释力，即在任意两因素交互作用下，各县区间土地经济密度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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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逐步缩小。整体来看，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交互影响力显著区别于与其他类型因子的交互影响

力。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与二、三产业总值比率的交互因子影响力最大，交互影响达到 0. 727 7，其次为人

均 GDP 与二、三产业总值比率交互因子，交互影响为 0. 703 9。
综上所述，所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均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力大小差异较

大，未来仍需通过转变土地经济利用方式大力发展经济，以优化土地经济密度的整体分布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5. 1 结论

( 1) 京津冀城市群县区与地市土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出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

高值区集中于京津地区，低值区分布在城市群西北部，次高值区、中值区和次低值区分布在城市群东南部

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与相对发展速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土地经济密度值越大，

其相对发展速度也越快，但差异随时间不断缩小。
( 2)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知，Moran's I 指数由 0. 013 9 上升到 0. 065 3，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土

地经济密度在空间上显著性不断增强，县区间差异不断缩小。
( 3) 通过热点分析结果可知，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在空间上呈现由京津

向四周梯度降低的趋势，冷热点分布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热点显著区主要集中在京津等经济发展

优势区，冷点显著区主要集中在衡水和张家口等经济发展劣势区。
( 4) 根据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结果可知，人均 GDP 为主导因素，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的因子解释力优于单因子的解释力。
其中，经济类因子对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影响最大。
5. 2 讨论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配置是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使土地利

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必须通过科学规划、要素整合等方式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从而为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增长极，应加强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

和带动作用，缩小县区间发展差异。在协同发展战略引导下，京津冀城市群应继续坚持 “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促进人力、资金等要素向落后区域流通，进而促

进城市群整体土地经济密度的提高。
对 2006—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能较为直观反映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土地经济利用状况，同时对其他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

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县区的特殊性，当前驱动因素选取受到一定限制，今后可针对驱动因素作更深层次的研

究; 同时，该研究仅从县区视角对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未来

将针对不同尺度土地经济密度的影响机理及应对策略等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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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ＲAL EVOLUTION OF LAND ECONOMIC DENSITY
AND ITS DＲIVING FACTOＲ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ＲBAN AGGLOMEＲATION*

Liang Liying1，Guan Yangyi1，Liang Yanqing1，2※，Shi Siqi1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2． Lab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Hebei Province，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economic density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6 to 2016． Taking 153 coun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it discuss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economic densit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hotspot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model．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s follows． ( 1)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6 to 2016，the economic density
and development speed of counties and cities showed a pattern of "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high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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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nd low in the north"，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gradually decreased; ( 2) Moran's I index increased from
0． 013 9 to 0． 065 3，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space，and the tre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ver time; (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were obvious，and the hot spots were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areas such as Beijing and Tianjin，

spreading gradually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 4) Economic factors，such as per capita GDP，actual use of foreign
capital，an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had a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for land economic density，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y two factors was better than the single factor．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the land resour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land economic density;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county leve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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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三维数字动画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评《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之 3ds Max》

园林景观设计是综合运用艺术与技术手段合理

地处理自然景观、园林景观、人类活动之间复杂关

系的过程，其设计作品不仅应有视觉上的美感，更

应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在科技繁荣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手绘式设计已不能满足当前高效绘图的要

求，但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园林行业应用较晚，现有

的园林景观设计过程大都是使用 CAD 软件进行的

二维施工图绘制，缺点是三维效果的表达能力有

限，缺乏三维建模、施工图制作、可视化制作的功

能。《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之 3ds Max》一书基于

静帧园林效果图制作的整个工作流程，以工作任务

为驱动，以“项目 － 任务 － 实训”为架构展开编

写。该书系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由中国农业大

学出版社出版，邓洁主编。全书由 6 个项目构成，

即认识 3ds Max、3ds Max2012 基础知识、创建模

型、材质贴图、摄影机、灯光与渲染输出，以及园

林效果图制作综合实训等。内容详实、讲解深入，

注重与相关软件知识的衔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实践性。由于景观设计不论规模大小，在空间组织

上都希望达到一步一景、景随步移的效果，因此通

过三维数字动画对作品全方位、真实动态的表现对

于园林景观设计至关重要。
3ds Max 作为制作园林景观效果图非常实用的

三维设计软件，为园林景观设计提供了极好的展示

手段。通过 3ds Max 制作效果图分为 4 步: 第一

步，建模。在对园林场景进行分析，确定其基本情

况及主次结构后，将平面图形导入 3ds Max 场景

中，进行 描 边 建 模。第 二 步，材 质 与 贴 图。3ds
Max 拥有强大的表面贴图与材质编集功能，可以为

模型赋予合适的材质，这也是实现效果图视觉效果

的重要环节之一。第三步，灯光与渲染。在场景中

添加不同的灯光类型，进行相应的参数修改，最后

对场景进行渲染。第四步，后期处理。后期处理类

似于手绘图像中的润色过程，3ds Max 经过渲染后

得到的只是园林效果图的支架，后期细节处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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